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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一词不彰显善和正何以可能＊

唐晓晴＊＊　唐铭泽＊＊＊

　　摘要：英文“ｒｉｇｈｔ（ｓ）”从罗马法概念尤斯（ＩＵＳ）中继承了善良与正义，但前者的中文译

词“权利”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并不包含善和正的意思。即便如此，译词在创设后面临多次改

译选择，却仍被法律学者用之如故。究其原因，权利一词的翻译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也

是法律技术与时代精神发展的过程。“权利”译词在翻译过程中即与其背后的法学理论暗

合，而在流传至日本后便得到了专业化的洗礼，至清末回传至国内成为专业的法律用语，最

终在使用中形成惯性而确立下来。于是，虽然汉语权利一词本身并不彰显善和正，但善和正

的理念可以通过观察制度和回溯观念史而获得。

关键词：权利；权利理论；时代精神；意志论；利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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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６／６１５４７１６８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３３００２。

本文的写作分工为：唐晓晴提出论题，设计文章的整体框架，拟定出文章大纲和部分初稿，并在每次修
改过程中理顺内容；唐铭泽在原稿基础上对各部分的文献资料进行充实查证，撰写了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
的初稿，并负责全文的格式调整。感谢澳门大学苏基朗教授、华东政法大学黄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吴
奇琦教授、广东工业大学王华教授、澳门城市大学法学院陈怡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梁静姮老师、王星博
士、卢跃峰、施思、文稳和曹开栋提出的许多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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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汉语权利一词是英语“ｒｉｇｈｔ（ｓ）”的中译，而后者的源头是罗马法之概念尤斯（ＩＵＳ）。自
罗马法后古典时期以来，尤斯一词便频繁地与善、公正、正义等概念联结起来。经过中世纪
古典自然法的发展（以阿奎那为巅峰），善良、正义、理性等具有正向价值的概念直接被视为
尤斯的内涵意义。① 《学说汇编》最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尤斯乃善良公正的技艺”（ｉｕｓ
ｅｓｔ　ａｒｓ　ｂｏｎｉ　ｅｔ　ａｅｑｕｉ），奥古斯丁则在《论自由意志》中断言“恶法非法”（Ｌｅｘ　ｉｎｉｕｓｔａ　ｎｏｎ　ｅｓｔ
ｌｅｘ）。以上两句拉丁谚语所折射出的自然法思想早已深植于现代人（尤其是法律人）的背景
性共识中。当拉丁语中的尤斯（ＩＵＳ）概念在西方文明中被“ｒｉｇｈｔ（ｓ）”和其他同系列的西方
词语取代，善良正义等内容也被视为直接过户到其名下，通过语言符号的勾连，更悄然渗入
观念的传播过程当中。

让人困惑的是，当这一系列观念通过翻译而引入中国，译词（权利）却似乎完全没有展现
出善良正义的核心价值。更让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译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虽然不断被质疑与批评，可是不仅未被改译，最后还很好地融入汉语的语境之中。所以本文
将对翻译词“权利”的使用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试图解答以下问题：

·在最初的翻译过程中，为何要选择“权利”二字作为译词？
·为何一个翻译词语没有翻出原词的核心价值，并因此饱受批评，却在多次选择后仍被

保留下来？

·将英语中的“ｒｉｇｈｔ”、德语中的“Ｒｅｃｈｔ”和法语中的“ｄｒｏｉｔ”等词译为“权利”到底是否
为恰当的选择？

① 参见唐晓晴、文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以展示相关术语
使用的困惑及其理顺之建议为焦点》，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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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作为英语“ｒｉｇｈｔ（ｓ）”之译词的
创生背景：一次视域融合的尝试

（一）概述

翻译作为一种解释活动的实践，从根本上就带有偶然性。这种实践并非一种证明，而只
是译者提供的一项建议或一个计划（将原本语文化中明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建议是否有
说服效果则取决于读者对论据的认同。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自身的视域和被译文本的文
化视域有着决定性作用，都直接影响了译词的生成，翻译成品因而是一种视域融合的再造
物。① 所以如果要理性评价语词翻译的得失，必须对同一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视域有着准确
把握。

这些“视域”主要由译者的知识文化背景、翻译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被译文本所处的
语境所构成。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权利”这个译词的生成。

（二）译词创造者丁韪良的个人背景

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的生成主要归功于一位掌握汉语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ｒｔｉｎ）。《万国公法》一书所展现的知识在清代中国尚属于新鲜事物，丁氏之所以能在前无
可鉴的情况下将之转化为一套术语体系，实与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密不可分。丁韪良成长于
基督教长老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印第安纳颇具有影响力的长老会牧师，所以他从小就受到
很好的西方古典学（包括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教育。至其１６岁的时候（１８４３年），丁氏开始
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以下简称“印大”），据记载他在印大前两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希
腊语和拉丁语，第三学年以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为主，而第四学年则主要在校长韦利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ｙｌｉｅ）的带领下研习哲学、基督教、宪法、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批评等课程。

当时印大全校只有１１５名学生和包括校长在内的７名教师，在这样一个小社群内，师生
关系自然是较为紧密的。时任校长韦利又对法学颇有兴趣，并刚刚于１８４２年在校内组织成
立了法律系。② 所以丁韪良本人最初虽未专门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但对法学文献有所见
闻的概率极大，同时他还有着良好的古典学与语言学功底，这些都为其未来的翻译工作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

②

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０２～５１７页。

Ｓｅｅ　Ｇ．Ｗｒｉｇｈｔ　Ｄｏｙｌｅ　ｅｄ．，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Ｐｉｏｎｅｅ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Ｗｉｐｆ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５，ｐｐ．１２２－１４８．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官方网站：Ａｎ－
ｄｒｅｗ　Ｗｙｌｉｅ　ｐａｐｅｒｓ，１８０８－１８５８，ｂｕｌｋ　１８２８－１８５１，ｈｔｔｐ：／／ｗｅｂａｐｐ１．ｄｌｉｂ．ｉｎｄｉａｎａ．ｅｄｕ／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ｉｄｓ／ｖｉｅｗ？ｄｏｃ．
ｖｉｅｗ＝ｅｎｔｉｒｅ＿ｔｅｘｔ＆ｄｏｃＩｄ＝ＩｎＵ－Ａｒ－ＶＡＡ２７７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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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自１８５０年到达宁波后，为了能够顺利布道，曾非常刻苦地学习汉语。根据丁氏
在回忆录《花甲记忆》中的自述，他非常注重对中国经典文本的阅读，尽管繁忙也花了五年的
时间仔细研读了四书五经这九本中国古典文本。① 同时在阅读中丁韪良也非常注重文言写
作的训练，他在宁波讲道期间每天早上会整理记录前一天晚上讲道过程中的讨论与思考，

最后在１８５４年将这些记录汇总出版，成为清末民初影响力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教义阐释
著作———《天道溯源》。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将这本文言文著作翻译为官话，并夸赞其
“说理透彻，行文精当，深为佩服”②。通过上述对汉语的深入学习，丁氏在其原有的古典
博雅教育背景上又增添了对中国人表达方式准确把握的能力，为其未来的翻译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三）译词产生之际的时代背景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刚刚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感觉到亟须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
以便与列强周旋，这便给了丁韪良一个契机。这位美国人有志为古老的大清国介绍在西方
形成的国际秩序，并希望能通过翻译一部国际法的著作（惠顿的《万国公法》）让中国了解和
接受这套规范秩序，从而推动中国对基督教文明的皈依。③ 正是在这部《万国公法》中，丁氏
首次将“ｒｉｇｈｔ（ｓ）”一词译作“权利”。

根据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大约１８５８年在其协助清政府协商《天津条约》之时，

丁氏就在各方的支持下开始着手对惠顿的著作进行翻译，④并且于１８６４年交付正式完
稿。⑤ 在这部译著中，丁氏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系列法政用语，包括“权利”一词。

在晚清传统的汉语词库中，丁韪良显然无法从汉语中找到一个天然与ｒｉｇｈｔ对应的词
语。作为翻译者，其很可能会找一个能替换ｒｉｇｈｔ，然后又能在语境中连接得通的英语词，

于是就出现如 ｍｉｇｈｔ、ｐｏｗｅｒ，而这些词翻成汉语，含义相通唯有“权”字。丁氏既是灵光一
闪，也可谓独具匠心，巧妙地以“利”赋“权”，使用了“权利”一词来进行翻译。

权利二字的搭配并非丁氏的独创，其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皆由“权”和“利”二字的本
义延伸而来，要么理解为权势和财货，⑥要么将权字作动词理解为权衡利害。⑦ 因此批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Ａ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
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Ｈ．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９６，ｐｐ．５７－６１．

参见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５０页。

参见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０页。

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之时得到了美国公使蒲安臣和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学者的相关研
究，在丁氏翻译后期，恭亲王曾指示何师孟、李大文、张炜和曹景荣四位官员协助丁韪良对译文进行修饰润
色，之后也有陈钦、李常华、方濬师、毛鸿图四位“章京”开展对《万国公法》的校订工作。参见孫建軍「『万国
公法』の翻訳に関わった中国人」鈴木貞美＝劉建輝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諸概念の成立＝近代東亜
諸概念的成立：第２６回国際研究集会』（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２０１２年）第３５７頁以下参照。

Ｓｅｅ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Ａ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
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Ｈ．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９６，ｐｐ．２２０－２３５．

《荀子·劝学》：“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
《商君书·算地第六》：“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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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权利”一词在传统语境中过于鄙陋，无法完整表达出英文“ｒｉｇｈｔ（ｓ）”所包含的正
当性价值。而丁韪良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ｒｉｇｈｔ（ｓ）”的含义与晚清汉语传统语境中的“权
利”仍然存在着差异，至于为何他仍然不避其讳，则必须进一步分析被翻译词所处的
语境。

（四）被译词“ｒｉｇｈｔ（ｓ）”所处的语境

翻译并非纯粹地重新唤起原文本作者的原始心理过程，而是对被译文本的再创造；而这
种再创造将受到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以及对目标语言与文化的把握所指导。①

从思想背景分析，丁韪良用“权利”这一译语时（１８６４年），即使按一些法史学者设定的
形式标准，现代法所承认的权利理论均已形成并且传播了一段时间。如边沁的《道德与立法
原理导论》在１７８９年付梓，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之确立》则已在１８３２年出版。如果考虑自
然法传统，则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更早提出；而在大陆法系，康德早已把权利视为天
赋之自由的最重要产物。所以丁韪良在翻译“ｒｉｇｈｔ（ｓ）”时，西方的权利理论已基本成型。

《万国公法》的原作者亨利·惠顿是当时美国著名法学家与外交官，并与边沁私交不浅；

惠顿被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派往丹麦担任临时代办，其在伦敦停留期间就被
边沁邀请和他的追随者们见面。②

以此作为理论背景，足以推断惠顿１８３６年在《万国公法》（英语书名为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内所呈现的权利观基本与现代法学家对权利的理解一致。因此丁韪良在
书中读出的权利概念，也已经能够用现代权利理论的观念理解。

进入文本考察，惠顿在著作中甚至展示了一些与权利理论直接相关的内容，例如基于功
利原则的国际法理论：

　　原文１：“Ｇｒｏｔｉｕｓ　ｗｏｕｌｄ，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ａｄ　ｈｅ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ｖａｇｕｅ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ｅｉｂ－
ｎｉｔｚ，ｂｕ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ａｎｄ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此处脚注为Ｂｅｎｔｈａｍ'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③

译文：“窃思虎哥此说，尚属凭虚。莱本尼子与根不兰所言‘公法之出于利者’，则归
实际，正若拨云雾而明正路。”④

丁韪良将边沁等学者提出的国际法理论翻译为“公法之出于利者”，“利”即“ｕｔｉｌｉｔｙ”。

①

②

③
④

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９８页。

Ｓｅｅ　Ｋｕｒｔ　Ｈ．Ｎａｄｅｌｍａｎｎ，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　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８，Ｖｏｌ．４，Ｉｓｓｕｅ１，ｐｐ．５９－８０．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５５，ｐ．５．
本文所涉《万国公法》文本皆引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何勤华教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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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丁韪良笔下的“利”字已摆脱了汉语传统语境中的道德评判，与利益论的含义相吻合。①

此外，文中所提到的两个人名———格劳秀斯（Ｇｒｏｔｉｕｓ）与莱布尼茨（Ｌｅｉｂｎｉｔｚ），均与著名的权
利意志论有渊源。自１７世纪以来，在笛卡儿和伽利略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的概念大量进入
人文、社会、政法等领域的作品中。② 这一现象在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牛顿以后达到了巅
峰。通过类比，学者把社会现象、政治生活、权力关系都描述为一种力，后期甚至把意志也描
述为力。③

丁韪良在译毕《万国公法》十数年后，又翻译了另一部国际法著作《公法概览》，并在“凡
例”中回顾了权利一词的创造。④ 在这段记录中能够得知，他将“权”与“利”二字组合，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语境中的“权”多指由统治者享有之皇权，⑤“译者希望在读者已认
可的‘有司所操之权’上，附加‘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扩展‘权’的意义”。⑥

权利译词的使用恰恰是在解决私权缺失的问题，所以此时丁韪良之翻译与权利理论暗
合的同时，也起到了改造传统语境的效果。据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提出的“顺应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语言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话语和语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会
赋予话语不同的意义，而选择不同的话语也会引起语境的变化。⑦ 在传统语境影响权利理
解的同时，丁韪良以“利”赋“权”的翻译，实际上已经逐渐改变了“权”在传统语境中的含义。

自此，“权”不再是贵族阶层专属，“私权”一词让“权”第一次归属个人。丁韪良成功地将原来
仅代指“皇权”的“权”，悄悄地替换成包含平等与法治的“权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应当注意的是，丁韪良将“ｕｔｉｌｉｔｙ”翻译为“利”，不能简单基于“利义之辩”的立场将其理解成是丁
氏忽视了“利”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价值内涵。在丁韪良的时代，“利”字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和使用方式
已经有所变迁。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义利的对立推向了巅峰，但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却开启了
对传统义利观强有力的批判反思，并且之后也得到了众多清儒的支持，兼重义利成为清代儒学的普遍价值
选择。黄宗羲认为利是人之天性，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清
初实学家颜元提出“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元
集》），这从正面肯定了“谋利计功”对“正谊明道”的促进作用。清代晚期儒学家焦循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
提出，“天下不能皆为君子，则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雕菰集》）。此外，从法律中的实际用语来看，大
清律例中的“利”就是指单纯的利益，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如“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
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馀利计赃”（《大清律例·户律·钱债·违禁取利》）。所
以丁韪良在使用“利”字之时，其含义并不像后世批评者所言那般鄙陋，反而已与利益论中的“ｕｔｉｌｉｔｙ”相当
匹配。有关中国近代权利观的兴起，相似观点可参见黄涛：《走向共同体的权利观———近代以来法理学发
展的一种考察》，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此外经苏基朗教授提醒，清代大儒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

中对“权”字也有新解，同样体现了清代反理学的实学之风。

参见［美］Ｉ．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６４～１６７页。

参见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原文摘录如下：“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由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
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
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

参见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７页。

杨焯：《从有司到庶人：“ｒｉｇｈｔ”在万国公法中的翻译》，载《编译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杨俊峰：《语境顺应与语用翻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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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逻辑方面分析，在《万国公法》一书中，在带有“权利”一词的大量句子中，①如果把
“权”或“权利”替换成“民直”、“应得”②、“义理”、“义利”③等，整个句子均会变得难以理解。

例如以下句子：

　　“夫国之赖以立者，须二事以成：有因众人以治己之私权归之于公，一也；有统权之
君以为之制法。”④

“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⑤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这些替代方案无一例外地将焦点放在一般伦理或价值层面（善或
正），而句子上下文则要求其凸显更具体的结构（个人主义或公私对立）。一旦进行替换，便
会导致失焦。

（五）小结

丁韪良基于个人经历与教育背景，对《万国公法》一书的语境以及中国人的表达方式都
有较准确的把握，因而能切中事物的要点而形成感知，灵光一闪地创造了“权利”这个译词。

这一创造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视域融合的产物；在融合过程中，他为了表达一个西方传来而
在汉语文化传统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而借用了汉语“权”一字所表达的意义结构（支配和
被支配结构／主奴结构），并在特定情况下以“利”字补之，又意识到在被译文本中这种结构关
系的主体超出了汉语“权”字所能容纳的主体范围，于是原本只属于“有司”的权便扩展为也
属于“庶人”的权。

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善和正并不是讨论的焦点。丁氏翻译《万国公法》一书的首要目的
应该是向清末士人传播一种秩序观（主要是国际秩序，但也涉及国内秩序）；考虑到其传教士
身份，其所欲传播的秩序观理应符合其心中某种善和正义。然而作为整个秩序支柱的善和
正义是否要像脸谱一样贴在构成秩序的每一个组件上则非常可疑，下文将通过更深入的分
析而试图解答。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等学者的研究，“权利”一词在《万国公法》中共出现了８１次。参见金观涛、刘青
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３页。

宋旭明：《罗马法中的“权利”抑或“应得”———拉丁语词Ｉｕｓ之含义与汉译问题的文本、逻辑及语言学
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陈庆：《托马斯·阿奎那〈论法的本质〉章句疏证》，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４６页。

原文２：“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ｕｐ　ａ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ｉ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ｉｓｔ　ａ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ｍ　ｌａｗｓ，ａｎｄ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ｏｂｅｙ．”Ｓｅｅ　Ｈｅｎ－
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５５，ｐ．１１．

原文３：“１．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５５，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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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感知如何演变成一种时代精神

（一）概述

观念论哲学有一句著名谚语：“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万国公法》的译者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和所处理文本之语境的了解，以敏锐的感知创

造了“权利”这个译词。在创造“权利”这个词的时候，其思想过程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本

应只存在于译者的个人意识之中，直至《万国公法》译本的出版才使得文本面向受众，让其所

包含的思想广泛被东亚士人所接受，并在政治文化圈获得了巨大反响。于是，“权利”中自由

与民主的思想渐渐发展成一种精神，一种从西方席卷东方的时代精神。①

（二）一个呼唤新精神的时代

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乃时代之产物；“权利”一词所彰显的精神由西向东传播渗透这一

现象也萍寄于一个特定的时代。

征韩论失败（１８７４年）之后，日本士人阶级随即改弦更张，发起自由民权运动，这一场由

社会上层推动的运动在很短时间之内即蔓延到日本全国。这是一个呼唤新精神、新权威、新

信仰的时代。②

１８７５年，一个名为“爱国社”的政治团体在日本形成，其主张为“各伸张其自主权利，尽

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③。可以发现此时的“权利”一词

在使用中已经带有了明显的民权思想，彻底来到了庶民的手中。而在其１８７８年发布的纲领

性文件《爱国社再兴趣意书》中，爱国社人直言：“人类因为爱身之天性，方才共同建立国家以

保护自己的权利并享受幸福。”④这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天赋人权之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１９世纪末的这种精神的唤起与“权利”一词不无关系，而“权利”一

词正是从《万国公法》中译本为始源向外传出的；《万国公法》中译本在１８６４年的大清国出版

①

②

③

④

自丁韪良开始使用“权利”译词至２０世纪前夕的这几十年，中国国内并没有普遍接受这一译法。

如国内１８８０年出版的《法国律例》，每当法语“ｄｒｏｉｔ”可翻译为权利时，仍被译者毕利干译作“例应”。尽管
“权利”一词发源于中国，但译词背后的时代精神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

参见王新生：《国民国家与近代日本宪政之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载《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歷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料·４·近代」『愛国社合議書』（岩波書店，１９９７年）１３０頁，转引自王新
生：《国民国家与近代日本宪政之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愛国社再興趣意書」『日本憲政基礎史料』（議會政治社，１９３５年）２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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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次年（１８６５年）就传到日本且迅速成为当地的畅销书。① 仅在东京开成所，《万国公法》

就分别在１８６５年、１８６８年、１８７５年、１８８１年和１８８６年翻刻了五次。而且在日本很快就出
现了《万国公法释义》（１８６８年京都）、《和译万国公法》（１８７０年鹿儿岛藩）、《万国公法蠡管》
（１８７６年东京府上）等多种不同样式的翻译和注释本，并皆采用了“权利”这一译法。而在明
治维新以后，《万国公法》更是被日本当局奉为经典，“万国公法”在明治三年（１８７０年）被规
定为大学法定科目，甚至在明治四年（１８７１年）还出现在了京都小学校的课程之中。② 所以
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基本都读过这部著作，仅在短短几年间，它的译法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权
威参照物。

经过这一过程，“权利”一词与其他政治和文化符号一起，成了时代精神的承载物。

（三）一些引领时代的人

世界是人创造的，③时代精神也由一些人引发。
《万国公法》的译者造了一系列法政译词，但是这种在东亚被唤起的时代精神绝对不应

（甚至不可能）仅归功于一位外国翻译家，因为时代精神的唤起者只能是“我们”中的“我”，即
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采纳了丁氏的译词亦然。

在１９世纪末的日本，以实践活动引领时代变迁的是明治维新的一众改革派；而在精神
层面，应首推该国启蒙思想家西周（Ｎｉｓｈｉ　Ａｍａｎｅ）与津田真一郎等人。正是后两者于１８６８
年将其师弗舍邻（Ｖｉｓｓｅｒｉｎｇ）的讲义翻译成日语出版（即《万国公法》与《泰西国法论》），也将
荷兰语“ｒｅｇｔ”一词翻译成“权”（经历史考证，此二人使用“权”或“权利”作为译词依然是受到
丁氏译法的影响）。④ 到１８７０年，维新全面推开，江藤新平任民法编纂会会长，随即让著名
翻译家箕作麟祥（Ｍｉｔｓｕｋｕｒｉ　Ｒｉｎｓｈō）在１８７０年翻译法国民法典，箕作氏同样把法语“ｄｒｏｉｔ”

译为“权利”，而“ｄｒｏｉｔ　ｃｉｖｉｌ”则译为“民权”。这一译语曾让编纂会“众议沸腾”，但江藤一力
留之，谓“他日必有活用”。⑤ 随着学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断运用，“权利”在日本学界也成了
“ｒｉｇｈｔ（ｓ）”等词的标准译法。⑥

这些日本先驱可谓引领了时代，而在维新的气氛下，“权利”一词则成为承载这种时代精
神的一个标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林来梵：《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日］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６
页；汪向荣：《日本教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２７页。

与之相对的是不涉及价值的“地球”。

参见林来梵：《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日］穗积陈重：《法窗夜话》，曾玉婷、魏磊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０页。

要注意的是，日本翻译家和法学家对于丁韪良译词并非一概接受的。同样是丁韪良译词，同样传
到翻译家箕作麟祥之手，“万国公法”一词就不受待见；箕作氏直接将之改译为“国际法”，且在汉语圈沿用
至今。参见［日］穗积陈重：《续法窗夜话》，曾玉婷、魏磊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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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精神的传递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维新为清末中国树立了榜样，而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保

皇派还是孙文、黄兴等革命党人均以权利（民权）作为其旗帜。

在这一时期，自由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以“民权”的形式在中国的思想界扎根并且快速生

长，形成了以人民政治权力诉求为核心的独特权利观念。“民权”思想成为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等知识分子进行变法运动的最重要理论武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高呼，“国家譬犹
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在“民权”思想下构建的政治制度成为戊戌变法中的改革核心。①

在维新的精神下，改革者关注的权利观念的核心在于平等、自由和民权（而不是善和

正②）。更直白一点说，他们要的是反对封建皇权、贵族特权；要的是争取人民的权利。所以
在这样的语境下，标榜权利的目的，是凸显平民的权利以对抗皇家贵族的特权。只有平民的

权（利）得到实现，它才是善和正的。于是，即使在精神层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清末中国，

伦理最顶层的“善和正”仍然不是焦点；除非认为强调善和正就直接等于强调自由、平等和
民权。

四、时代精神的客观化：权利理论对译词的定格

（一）概述

在政治革新或革命运动中高举权利的旗号固然可以占据道德高地、引领时代精神，然而

在历史长河中，革命热情过后，不知多少激昂口号（精神）随即烟消云散。

只有当一种精神（尤其是塑造时代的精神）从一些人或很多人的主观意识转化为一种客

观定在，其影响才能持续。“权利”一词在１９世纪末以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标志的方式传入东

方，但是其扎根却有赖于这种精神的客观化：也就是，在法律中找到安身之地。

精神的客观化需要理论，权利在东方世界客观化为法律权利也需要权利理论的支持，而

这一关键环节同样由日本人完成。

（二）时代精神客观化的日本经验：权利理论的引入与术语的专业化

对于“权利”一词为法律专业用语使用，在《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三

位法学家功不可没。三位学者在其著作中对西方的权利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作
出了自己的阐发。早在明治二十一年（即１８８８年），穗积陈重（Ｎｏｂｕｓｈｉｇｅ　Ｈｏｚｕｍｉ）就在发

①
②

参见董长春：《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只有体现平等、自由和民权的东西才是善和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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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一篇名为《权利之感想》的论文中，回顾了“权利”一词的汉译和日译，介绍了该概念在西
方的历史发展和多种含义并分析其与东方文化的冲突。① 而被称为日本民法之父的梅谦次
郎（Ｋｅｎｊｉｒｏ　Ｕｍｅ），则在１８９６年出版的《民法要义》一书中对权利概念或权利理论有着简短
扼要的论述；此书的开端提到所谓权利乃是法律许可的行为范围，而权利的定义“诸说纷
纷”。② 然而，数年之后，在法政大学根据他的讲义而出版的《民法总则》一书中，梅氏对权利
的定义与种类的论述就用了几十页的篇幅；尤其详细地讨论了意思说、范围说与利益说三种
权利理论，并明确引用了富井政章的著作。③

富井政章（Ｍａｓａａｋｉｒａ　Ｔｏｍｉｉ）也在其１９０３年出版的《民法原论》一书中对权利理论作了
详细的介绍，兹摘录如下：

　　“权利为法律所承认之能力，法国学者，倡此说者颇多。虽未言明何为能力，度必以
意思为要素。德国多数学者，尝以权利本质，为意思之力。哈智尔首倡导之，萨威尼、普
福特、维达沙德等，皆祖述之。所谓意思主义之说，今日犹占大势力于法学界中。说明
之法虽殊，要以意思为权利之要素。彼之说曰：权利之本质，即意思之力也。是无意思
能力者，俱不得有权利矣。……又有一说曰：权利为法律所许之行为自由，或自由行为
之范围。……与意思主义相对峙者，为利益主义，其言曰：法律以保护吾人之利益而设，

受法律保护之利益，即为权利。是说起源于英国实理主义之理论，耶棱格主倡之，攻击
意思主义，一时学界，翕然宗之。但其说缺点甚多，又彼所谓利益，似专指金钱上之利益
而言，此等细末，兹亦无暇多辩。其说之最失当处，即混视权利之目的，及其本质
是也。”④

由此可以确认的是，起码自富井政章伊始，西方的权利理论已经系统地传入日本并得到
广泛的传播。除此之外，富井氏也在书中表明了自己对权利理论的观点，即支持利益说，反
对意思说。⑤

除了学术著作，几位民法学者同样将权利理论的思想贯彻到了立法实践的过程中。根
据日本学者大河纯夫的研究，在日本民法典编纂期间，梅谦次郎曾就外国人的权利这一问题
和其他学者展开争论，而其内容已明显可见属于权利理论之争端。梅谦次郎作为《日本民法
典》第２条的草拟者在此条草案中规定，外国人享有除法律或条约禁止以外的私权。⑥ 梅氏
首先将权利划分为公权与私权，同他对比较法的研究和相互主义原则，一起构成了本条草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穗積陳重「権利の感想」穗積重遠編『穗積陳重遺文集（第二册）』（岩波書店，１９３２年）３３～５１頁参
照。原文首发于１８８８年出版的《法学协会杂志》第５５期、第５６期与第５７期。

梅謙次郎『民法要義（卷一）』（明法堂，１８９６年）４頁参照。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茵博士向
笔者解释上述文本。

梅謙次郎『民法総則』（法政大学，１９０７年）２１２～２４０頁参照。
［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第１卷），陈海瀛、陈海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

３０页。
“以余之见，下权利本质之定义，则必谓权利者，于人格相互关系之间，此方对于他方，能享受一定

利益之法律上能力也。但兹所谓能力者，非意思能力也。夫意思非权利之内容，已述之如前。权利不问意
思之有无，惟在援法律之力，俾得享受所保障之利益而已。”参见［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第１卷），陈海
瀛、陈海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３０页。

草案日文原文为“外国人ハ法令又ハ条約ニ禁止アル場合ヲ除ク外私権ヲ享有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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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而这一草案遭到了法学家穗积八束和众多日本政治家的强烈反对。穗积八束
认为，《日本民法典》草案第２条应修改为“外国人在法律或条约批准的情况下享有私权”。①

穗积氏观点的理论基础在其明治三十年（１８９７年）发表的《民法修正意见》中表露无遗，他在
文中提出，外国人的权利是法律赐予的，外国人必须依据民法才能和本国人同样享有权利。

与此同时，穗积氏还在文中对天赋人权与自然权利理论展开了猛烈批评。作为回应，留法归
来的梅谦次郎引入法国之民法理论，把私权进一步划分，将相关外国人之公权视为“政权”，

对外国人享有私权之合理性进行再论证。② 可以看出，穗积氏的观点是典型的法力说，而梅
氏则是自然权利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很明显，此时围绕“权利”的争论已从表面的语义转向
了背后的理论学说。

除了以上日本民法三杰以外，还有一位日本民法学者对权利理论的研究和介绍颇具代
表性，此人便是冈松参太郎。冈松权利论的名声让富井政章在书中直言，如欲得论权利本质
的良书，应读冈松。③

早在１８９６年（即明治二十九年）东京法学院就将冈松的《民法总论》讲义出版；这份讲义
总共５７７页，单从书的结构就可以看出作者对权利理论的重视。在总体结构上，该书以一个
较概括的绪论开始，然后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法律和法学的介绍（从第３５页到第

１８５页）；第二部分一开始是对民法和民法学的介绍（从第１８６页到第２６０页），然后剩余的
篇幅都纳入“私权论”的标题之下（即第２６１页到第５７７页），占全书大概一半的篇幅。可以
说，冈松的《民法总论》除了介绍性的内容外，其余内容全部是围绕权利（即私权）展开的，其
中包括权利本质、定义、要素、分类、主体、功能、得丧等内容。

在绪论部分，冈松综述了１９世纪以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关学科与文献的发展状
况，引述了包括法国法系解经学派诸贤（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Ｔｒｏｐｌｏｎｇ，Ｌａｕｒｅｎｔ，Ｍａｒｃａｒｄｅ，Ａｕｂｒｙ
＆Ｒａｕ）、英国分析法学代表人物（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Ｅｒｓｋｉｎ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ｂｙ）以及德国一众

潘德克顿学者（Ｄｅｒｎｂｕｒｇ，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Ａｒｎｄｔｓ等人）的观点。④在私权论部分，则详细地介
绍了一系列关于权利的理论（包括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意思说等等）。⑤ 在这份讲义之
后一年，东京法学院又出版了另一部较为精简的同名讲义。

到１９０８年，中央大学为冈松所出版的《民法总则》更省略了过往先行对法律和民法作介
绍的结构，全书均围绕私权论述，一开始就从权利的性质与要素切入。⑥ 在这部著作中，作
者基本上理清了权利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在权利的定义上，他更清晰地表达了以法律
之力和法所保护的利益作为其内容。⑦ 此后，冈松还在富井祝贺文集中发表过一篇名为“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草案日文原文为“外国人ハ法律又ハ條約ニ依リ特ニ認許シタル場合ニ於テ私権ヲ享有ス”。

大河純夫「外国人の私権と梅謙次郎（一）」立命館法学２５３号（１９９７年）４７４～４８６頁；大河純夫
「外国人の私権と梅謙次郎（二·完）」立命館法学２５５号（１９９７年）９９３～１０２８頁参照。

参见［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第１卷），陈海瀛、陈海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９～３０页。

岡松参太郎『民法総論』（東京法学院，１８９６年）１４頁以下参照。

岡松参太郎『民法総論』（東京法学院，１８９６年）２６３～２７８頁以下参照。

岡松参太郎『民法総則』（中央大学，１９０８年）１４～２６頁以下参照。

岡松参太郎『民法総則』（中央大学，１９０８年）１１頁以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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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体及权利能力的概念”的论文，凡五十余页。①

通过以上的梳理，“权利”一词在２０世纪初重新回传到中国之前，其含义已经在日本得

到了极大之丰富，词语本身已经与权利理论结合，成了固定的法律术语，也基本完成了其精

神的客观化任务。清末留学日本，先取得法学学位，后再取得文学学位的胡以鲁对于日本法

学何以使用权利二字作为法律专业术语有着深切的体会：

　　“自希腊有正义即权力之说，表面之义方含权之意，而后世定其界说，有以法益为要

素者。日人遂撷此二端，译作权利，以之专为法学上用语；虽不完，犹可说也。”②

（三）昔日师我者今为我师：时代精神与附带专业意义的术语回流

自唐代以来，日本一直师法吾国；而自甲午以来，日本维新西化之路则堪为我师。

在清末中国，甲午战争结束至１９００年之间，“权利”一词在使用时主要讨论的仍是主权

国家在政治或经济上的自主权，直至１９００年“权利”才开始作为表达个人自主性之正当并得

到大范围的使用。③ 探究为何发生转变，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语词“权利”在日本被赋予专

业理论的含义后，跟随着留日学生或法律著作回传至国内并逐渐传播开来。１９００年《权利

竞争论》（今译《为权利而斗争》）被章宗祥、张肇桐两位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并在《译书汇编》

中加以发表，即为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事。④

日本学界的权利观念在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中传播到了中国，并对“权利”在中国使用

的含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真正使得专业化后的“权利”译词广泛传播，将权利理论正式

引入国内，还当属沈家本所主导的清末修律。正是在官方的支持下，沈家本才得以主导进行

了大量高质量的外文法律与著作的翻译，并邀请了多位日本学者前来协助修律。

在沈家本主持修律之前，清政府已经翻译引进了较多的西方法律条文与著作，其中

１８６２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具体翻译内容来看，清政府前期的翻译对象

主要是以公法相关与法律条文为主，其中又以国际公法为重，⑤私法与法律著作的翻译屈指

可数。沈家本在主持修律期间，不仅组织翻译了各国的民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还翻译了

众多法学著作，如《法律典论》《刑法之私法观》《亲族法论》《日本民事诉讼法注解》《继承法》

《民法理由总则物权债权》等。⑥ 除此之外，与前期的翻译相比，留洋归来学生的参与和官方

的支持使得这时期翻译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国内法律概念与思想观念的更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岡松参太郎「権利主体及権利能力ノ概念」杉山直治郎編『法律論文集：富井先生還暦祝賀』（有斐
閣書房，１９１８年）５２１以下参照。

参见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年版，第１３７页。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５～１２０页。

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是《权利竞争论》的译介，权利学说及其学说之功能不可能为国人所掌握，
‘权利’及其价值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理解”。参见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２页。

根据梁启超、徐维则的统计，从１８６２至１８９５年译出的１８种西方法律图书中，有８种为国际公法。

参见李贵连：《中国法律近代化简论》，载《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０～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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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沈家本时期，经过了长时间与外国法学界（以日本为主）在学术上的沟通，大量新的法律

概念与名词传入国内，译者对法律专业之词汇有了更加准确的理解，大大提高了国内译作的

翻译质量，同时高质量的译作也使得人们对“权利”等专业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沈家本在修律期间也非常注重邀请外国专家学者，在他的主持下，前后共有冈田朝太

郎、松冈正义、志田甲太郎、小河滋次郎四位日本法学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修律。这四名日本

专家在法律馆协助修律之余，还在京师或其他政法学堂中任教。冈田朝太郎便曾在京师法

律学堂中讲授“法学通论”一课，根据熊元翰当时所整理的讲义，冈田已经在课堂上非常完整

地教授权利理论，如：“何为权利之实质，曰力、曰能力、曰势力、曰威力、曰为自己利益而得以

钳制他人之行动之原力也。”冈田还在课上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以吾辈之意见则谓利益不得

谓之权利，利益乃权利之结果非权利之实质，惟力乃为权利”。① 与此同时，教授“民法总则”

的松冈正义也在课上介绍了权利理论，提出权利理论学说“通例大别为意思说、利益说及折

中说”，而他本人则支持利益说，认为“权利者乃人因享受法律利益故”。② 可见在当时京师

法律学堂的课上，两位日本专家就已经带来了有关权利理论的不同见解。

在引入了新兴的法学理论后，沈家本又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了立法的过程中，在众多法律

文件中皆可感受到立法者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如在《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１９０７年）关于

被告人传唤勾摄羁押的章节，按语直言“本节专以保护被告人及一般人民之权利为主”。而

在《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奏疏（１９１０年）中，沈家本强调了诉讼法保护民众权利的重要作

用，认为“窃维司法要义，本匪一端，而保护私权，实关重要。东西各国法制虽殊，然于人民私

权秩序维护至周，既有民律以立其基，更有民事诉讼律以达其用。是以专断之弊绝，而明允

之效彰”。沈家本还在《修订法律大臣开馆日期并拟办事章程折附章程》（１９０７年）中提到了

他对民商法的看法，认为“民商各法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明确了

民商法对权利进行保护的立法目的。③ 与之相应，《大清民律草案》既对个人权利能力有着

详细的立法规定，④同样也对个人财产权等私权进行了重点保护。⑤

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在清朝灭亡前夕，“权利”一词在中国也成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客观

定在；其不仅是蕴含着丰富理论的专业法律概念，也成了仁人志士们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

法律所重点保护的对象。法部尚书廷杰在修正刑律草案的奏折中提出：

　　“立宪之国，专以保护臣民权利为主。现行律中，以阶级之间，如品官制使良贱奴仆

区判最深，殊不知富贵贫贱，品类不能强之使齐，第同隶巾并幪，权由天畀，于法律实不

①

②

③

④
⑤

［日］冈田朝太郎口述：《法学通论》，熊元翰编、何勤华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３～
７４页。

［日］松冈正义口述：《民法总则》（上），熊元楷、熊元襄编，何勤华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参见《修订法律大臣开馆日期并拟办事章程折附章程》，载《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十
一月十四日，第６１号。

参见《大清民律草案》第５条、第６条、第４９条。

参见《大清民律草案》第９８３条、第９８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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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厚薄之殊。”①

在此段内容中，保护个人权利成了立宪之国的主要目的，同时“权由天畀”与“法律实不
应有厚薄之殊”已然明显表达出了天赋人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尽管如此，垂垂老矣的大清国像一台老爷车，追赶时代精神毕竟太慢也太晚；这一个时
代属于新一代的中国人，而他们生而具备新时代的精神。

（四）小结

在权利的客观化过程中，所引入的权利理论虽然众多，但最后基本聚焦于二说：一曰意
思之力说，一曰利益说。此二说正好与权利二字无缝契合。

正是经过这个客观化的过程，“权利”二字极好地对应了法学上的权利理论，从而被永久
地确定下来；其他一切异议都再也没有理论支持了。

五、结论

诚然：尤斯乃善良公正之技艺，恶法非法，滥权非权。

然则，必须注意到，理念、精神和价值俱是历史和历史人物造就的；权利之所以与善、正
联结，既是历史的原因，也是一场修辞活动的结果。

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其本身的语言文化传统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会将人围困
在自身的世界之中。人们可以通过进入陌生的语境而克服自身语境的偏见和界限，又可以
像旅行者般带着新的经验回到自身的传统之中。② 在西方传统中，权利确实预设了善和公
正的意思。权利之不论善、正，仅仅是说作为符号的权利二字没有必要像脸谱一样从字面上
分分秒秒展露着善良或正义之类的预供讯息，而不是说权利可以建基于不善良、不公正的
价值。

最初权利概念之引入，并不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善和公正，而是当时的中国人不了解
也不习惯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和精神模式。西方人在罗马法传统语境的尤斯正是因为隐喻和
修辞的力量，发生了概念上的吸收、融合或分离，从而发展至现代的权利概念。而这一概念
在最初翻译传播又回传的过程中，通过隐喻和修辞的加量和实践的验证，最终达到了主观精
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

时至今日，中国人已经认真地对待了权利这个词，认真地对待了以权利观念为基础的生

①

②

参见《法部、修订法律馆为修正刑律草案告成敬缮具清单折》，载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
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１页。

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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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公共话语领域的流行语权利以及专业领域的流行语权利①），超乎认真地对待了被
誉为权利话语巅峰的人权，②认真地对待了权利的历史，③近期又认真地对待了权利的理论
（意志论和利益论等④）以及权利话语的未来（新兴权利问题⑤）。在这般语境下，虽然权利
一词不明示善与正，但权利背后包含的善与正，早已成为人们普遍笃信的价值追求。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唐晓晴：《罗马法为权利论题奠定的三个传统》，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李贵连：《话说“权利”》，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１卷第１辑），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５～１２９页；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及其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
编：《北大法律评论》（第４卷第２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４６～４８０页；申卫星：《溯源求本道“权
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５页。

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李中原：《Ｉｕｓ和ｒｉｇｈｔ的词义变
迁———谈两大法系权利概念的历史演进》，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朱晓喆：《从中世纪罗马法到近代
民法的思想转型———以１６世纪人文主义法学为中心》，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杨代雄：《乡土生活场
域中的集体财产：从权力到权利》，载《当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参见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陈景辉：《权利的规范力：一个对利益论的批判》，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彭诚信：《现代权利视域中利益理论的更新与发展》，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方新军：《为权利的意
志说正名———一个类型化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０年第６期；雷磊：《“为权利而斗争”：从话语到
理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